
论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 
——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逻辑结构要素和特定历史过程 

 

郑 杭 生 1，杨 敏 2 

(1．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北京 100872) 

 

摘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是社会学的元问题也是基本问题，它的展开构成了社会学的理论元层面，

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它也是表征现代性过程“问题性”的符码，构成了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察和研究

的视角与方法。这一问题展现了社会学的一种独特质性：知识和理论的逻辑与历史和现实的路径的相互交

叠。这也是社会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实质性界分。个人与社会提供了社会学的具体研究得以展开的轨道，

使社会学建立了与现代性的牢固的知识联结，从而对人类历史上这一空前的变迁过程给予了宏大而细致、

广阔而深入、普遍而精微的刻画和反省。当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更为深刻的变化，这就使社会学

的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前沿问题，具有了新的时代性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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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元问题，就是实存的众多个人与作为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关系问题，简

单地说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既是社会学的元问题也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现代性的宏大过程铸就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代意涵，使这一关系的“问题性”充分凸现

出来，因而赋予了这一问题的基本性意义。这样的历史过程形成了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

本问题的重合。在我们看来，这种重合表现了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一个独特质性，即艰深的

理论沉思与生动的经验研究始终是合为一体的。在当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更为深

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与一些困扰全球公众和世界社会的紧迫论题直接关联的，也是与当代

社会学的发展前景直接关联的。这就要求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对社会学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的

研究给予关注。 

对社会学的元问题的思考，是关涉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整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元思考。

我们所说的社会学元思考(meta-reflection)的蕴意是：在社会学知识体系中这种思考具有逻

辑先在(logical preexistence)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学元思考涉及社会学理论和

经验研究的根植之处，关涉到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知识系统所必具的绝对预设、社会学的学

科特质和特征、社会学自身边界或社会学与非社会学的根本界分；元思考是反省性的思考，

是一再进行的自我理解、解释、辩论、批判，它意味着一种承诺，预定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

不断更新与重建；元思考也是持续性的思考，它使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学术传统被

记忆、召回、凸显，提供了社会学知识体系自我更新与重建的资源和方式。 

然而，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对社会学元问题、元思考的模糊认识和拒斥

态度。这阻碍了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入研究，最终也会对社会学的具体经验研究造成影响。

这就是我们所以要对社会学元问题和基本问题进行讨论的重要缘由。本文以社会学元理论的

研究为主题，对社会学元理论本身及其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以求得

对社会学元问题和基本问题的进一步理解。 



一、元问题的社会学转向 

不澄清社会学中存在的对社会学元问题、元思考的模糊认识和拒斥态度，就无法对社

会学元问题进行深入、有效的讨论。而要展开关于元问题的讨论，首先要对元问题的社会学

转向，即实现元问题、元思考的社会学回归的必要性，有一定的认识。这样才能明确社会学

元理论思考或元理论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 

在社会学中，对社会学元问题、元思考的模糊认识和拒斥态度，主要表现在不少社会

学家逻辑地否定社会学元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著名的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在

论及社会学理论与思辨理论和哲学会学元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著名的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

乔纳森·特纳在论及社会学理论与思辨理论和哲学问题时，这样认为：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

“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

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 并进一步指出：“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

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1]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辨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

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

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

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辨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

不仅对哲学的思辨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

学的思辨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辨活动，予以

拒斥。然而，如果拒斥了探讨基本问题的元理论，社会学就会失去了自己基础的理论，也就

没有了关于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和论题的思考；如果拒斥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就

会失去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研究的旨趣，变得眼界褊狭，难以“觉察重大的社会高潮和变动，

也就更谈不上创造性地考察它们了”（贝克）[2]，因为“创造性地考察”已经被排除了。结

果是社会学变为了米尔斯所批评的“研究各种学术剩余”的“打零工”的学科。无须讳言，

在社会学中，类似于特纳的观点并不鲜见。这类观点模糊了社会学理论与哲学、形而上学的

真正界分，误导了对社会学元理论的认识，也误导了社会学研究本身。 

如同许多人文学科一样，哲学也是社会学的母体。而哲学的形而上思考源于史前人类

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对自我意识状态和梦境的思考，以及由此导致的古老的灵魂与肉体的

分立、万物有灵观念和对氏族祖先谱系的追溯。史前人类的这些思考始现于祖先祭祀、神话

与原始宗教形式之中。哲学思考始终带着这种古老的深刻印痕[3]——自然是一个因果的序

列，因而也是一个条件的系列，其逻辑含义是，这个序（系）列必须有一个充足理由或原因

来解释全部结果的发生。如此一来，无限的因果链锁就可以由于这个“绝对开端”的存在而

被斩断，整个因果条件序（系）列也就得到了解释。关于这个“绝对开端”的品性，形而上

学有不同的断想——形式的或质料的、精神性的或物质性的、智性的或经验性的，这就导源

了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唯心与唯物、客观与主观，以及精神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等等

二元对立的概念及其思考方式。一些社会学研究者把这种二元对立的概念和思维模式移入了

社会学，甚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社会学的所谓二元论，如唯实与唯名、整体与个体、宏

观与微观、理论与经验、人文传统与实证传统等二元对立范畴和阐释，可以看到哲学的明显

遗痕。 

社会学从创立之始就感受到自然哲学的巨大困扰。在社会学的成长过程中，哲学、形

而上学一直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传统力量，它若隐若现、挥之不去，以不同的方式留在社会学

的历史记忆中。直到当代，哲学的巨影仍然在各个方面不断浮现出来。作为对这一传统影响

力的抗拒，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所谓“否定主义”（哈贝马斯）传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元



理论研究不加区分的拒斥姿态。从孔德开始的、在社会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坚信可以通过排除哲学、形而上学问题（当然也包括元理论问题）来确定社会学的“科学”

性质。在实证主义社会学看来，隔离社会学与哲学、形而上学的关联，是界定社会学科学性

质的一项重要的理论策略。然而，这种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拒斥，实际上反而更加强烈地暗

示着社会学与哲学、形而上学的渊源，以及现实中仍然保持着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由

于实证主义社会学没有从元理论层面划清社会学与哲学、形而上学的实质性区别，其理论策

略的目的效果不仅是可疑的，而且增强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困惑意识。例如，功能主义学

派因其与生物进化论的深刻渊源关系，唯恐受到哲学的因果循环和目的论影响，因而时常进

行反复地辩护、反省和自责。社会学理论家固然常常与哲学的思维传统难解难分[4]，理论评

论家们往往也不能确保自己摆脱了哲学式的眼光——他们的思想观点本身也是社会学理论

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哲学的困扰中去[5]。在乔纳森·特纳的《社会学

理论的结构》一书中，哲学式的审查就随处可见。不仅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就连帕森

斯、霍曼斯、达伦多夫等等，都难以逃脱这种哲学式的审查。从古典时代开始，社会学就不

能将自己的元理论与哲学的思辨理论加以区别分辨，把本属于自己的元理论研究扔给了哲学

的思辨领域，造成了社会学的理论根基与社会学的研究的相互脱节分离，这显然是理论研究

上的严重失察。 

应当肯定，“元问题”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都有自己特定的元问题。

实现元问题的社会学转向，关键是分清哲学和社会学元问题的不同研究范域。 

哲学元问题的思考范域   哲学是“世界观”，其思考范域是宇宙事物的一般性状和演

变。哲学的元问题即“始基”（“始初原因”、“绝对开端”、“充足理由”的同义语）与“万物”

的关系问题——始基如何生成万物、万物如何回归于始基。因此，哲学元问题的思考不可避

免地陷入关于因果必然序列的无穷推演，因而哲学理论是一种以始基为绝对开端的、关于宇

宙事物的普遍因果必然序列的逻辑范畴体系。不管理论家们的意愿如何，哲学的种种思考（哲

学元理论、自然哲学、社会哲学、认识哲学），都脱离不了这种“普遍因果必然序列的逻辑

范畴体系”的根本性质。哲学“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它对于

“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将哲学思维引入到社会学研究范域所

造成的明显失误在于，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会将社会学研究导向寻求关于社会事实和人类社会

变迁的因果必然联系及其绝对普遍意义的结论。 

社会学元问题的研究范域   社会学思考的范域是现代社会的性状和变迁，重点则是对

当代社会进行研究。社会学的元问题是实存的众多个人与作为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关系

问题。社会学元思考是以元问题的两大事实——个人和社会——“已经在那里”和“同时并

存”为前提的[6]。尽管社会学元思考并不排斥对前现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进行追溯考察，但

这类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因果必然性解释，也不在于寻求现代个人和

社会的关系与前现代的因果必然性解释——这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看来，这种追溯考

察能够揭示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并且能够揭示现代个人和社会关系与前现代的断

裂，因而确证了这一关系的现代性特征，也确定了社会学的独特质性[7]。因此，社会学元理

论是关于个人和社会的现代性特征，以及阐释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动态结构关系不断展

开和变迁过程的知识系统。由于更为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经验研究和应用研究都脱离

不了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以完全能够看出，社会学元理论研究对于整个社会学研

究具有的基础性意义。 

由上可见，在社会学元问题的研究范域、元问题的确定内容、这一内容和社会学的“现

代性”、社会学元问题研究的非因果必然性解释，等等，都可以说明社会学元问题研究与哲

学的本质区别，也可以标示社会学的思维品格与哲学的实质性界分。理解这种区别和界分，

是结束社会学中的哲学式讨论和展开社会学思考、实现元问题的社会学转向的必要前提。 



从社会学大师级人物的理论和思想看，社会学的元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已经不言自明地蕴涵在他们的思考和讨论中，并占据了理论核心地位。在马克思、迪尔凯姆、

齐美尔、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福柯等社会学巨匠的理论中，这一点以不同的

形式体现出来[8]。然而，由于对社会学元问题一直缺乏系统的分析和阐述，造成了对这项研

究的种种误解和偏见，使之陷入了一种可疑的、悬而未决的境状之中。所有这一切都进一步

说明，元问题上的社会学转向和深入探讨不能再被搁置下去了。应当使社会学对哲学思维感

到的困扰，连同社会学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抗拒，成为一段过往史话[9]。 

二、社会学的元事实、元层面 

社会学的元事实   社会学的元事实(meta-fact)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终极性结构要素或单

位。在这里，所谓元事实首先是指，它是终极性的社会事实，是经验性事实的最基本的逻辑

结构要素；其次是指，它在社会学的元思考中具有逻辑的先在地位，是进行社会学理论建构

和开展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根本性事实基础，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逻辑元点(meta-point)。所

谓逻辑元点的涵义是，它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先决要素是逻辑性质的，它与具体的理论或经验

研究之间可能构成也可能不构成因果关系和时序关系，但它必是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的逻辑

先决要素。在社会学研究中，逻辑元点是理论建构和经验实证研究的基石，由逻辑元点及其

相互关系延展出理论预设、概念、研究假设、命题、理论模型以及整个经验实证研究过程。 

具体地说，社会学的元事实就是现实存在的众多个人和作为现代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社

会，“个人” 和“社会”正是具有元意义的根本性事实，是社会学的“阿基米德点”——是

构成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以及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支撑或依托[10]。 

社会学的元层面   社会学理论的元层面(meta-stratum)是指对直接建立在元事实基础

上，进行社会学元问题思考和研究的理论层面。它是以个人和社会两大元事实为基础，延伸

出的元问题、元预设、元命题和衍生性预设等各组成部分,形成具有逻辑性结构关联的理论

层面。社会学理论的元层面也就是社会学的元理论。 

元问题   如上文所述，社会学元问题(meta-problem)即元事实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

“现实存在的众多个人与作为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

这一问题是元性质的，即，它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具有逻辑的先在性，并包含

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过程的各环节之中。 

元预设   社会学的元预设(meta-presupposition)是指社会学研究中与元问题直接关联

的预定性假设。不过，这类预设之所以被视为是元性质的，不仅在于它与元问题的直接关联

和它本身的预定性，而且在于，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来说，它是预含的、尚未展开

而将要展开的基础性的、原则性的和指导性的论断。我们认为，社会学的元预设主要有以下

类型： 

本体论预设——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最基本的、关于元事实的实体性预设。这种预设

也可以视为一种理论上的预先承诺，即“本体论承诺”。 从社会学传统上看，在个人和社会

两大元事实基础上，发生了两种不同的本体论预设——唯名论和唯实论。各种具体的社会学

研究都会这样或那样地卷入本体论承诺，并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 

方法论预设——是涉及社会学方法论建构的预设。具体地说，是从元事实直接引伸出

的一种社会学理论的元层面结构系统的视角、分析路径、方法原则。在传统上，以个人和社

会两大元事实为依据，形成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 

认识论预设——是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其生存境遇或实践过程

中，与作为客体的社会性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体对自我和客体的体验、认知、反思过程



的预定性假设。认识论预设也是依据社会学的元事实——个人和社会——形成的关于主体和

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预设。 

衍生性预设   是指源于元预设的一些基本预设。这类预设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实

证研究中较为具体的预先假设，往往涉及行动与结构、自由与秩序、权益与权力、自主与规

范等问题的研究。我们将这类假设视为衍生的、次级的预定假设，因为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实

质上是社会学元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社会学衍生性预设与社会

学“基本问题”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进行分析。 

元命题   社会学元命题(meta-proposition/meta-statement)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证

研究中的、直接导源于元问题和元预设的普遍判断，也是关于社会学元事实之间关系的理论

性陈述。作为元命题的判断或陈述，它是理论性的而非经验性的，并能衍生出其他社会学命

题的陈述。因而，元命题是命题序列中的初始命题，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这也意味着它是

自足的、不能化约的。例如，唯名论的本体论预设的基本陈述是：“个人是具有实在性的实

体事实”，并包含了“社会是非实在性的，是表征个人的集合特征的符号”的陈述。唯实论

的本体论预设的基本陈述则是：“社会是具有实在性的实体性事实”，并预含了“社会对于个

人具有优先性和强制性”的陈述，等等。再如，人文科学型态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型态社会学

的元预设，也可以有各自的元命题陈述。 

总之，社会学元层面是社会学的理论结构系统中初始的、具有逻辑优先地位的、最基

本的理论层面，即元理论层面。上面所讨论的元事实、元问题、元预设、元命题，是元理论

层面的主要结构部分。社会学元层面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为社会学知识的形成和积累、理

论建构、实证研究，以及关于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样式、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讨论、选择和设

计等等，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直到目前，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如概念、设问、命题

陈述，以及对元理论本身的理解和解释等，还存在一些非辩证的哲学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

1、二元对立的设问和思考方式，2、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卷入了因果必然性讨论，3、
由此铸成的理论和方法的分裂。正是由于社会学元理论与一些非辩证的哲学思维方式依然存

在的复杂纠葛，决定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重建是必要的。正是由于社会学元理论的逻辑先

在地位和对社会学理论构建与经验研究的决定性影响，决定了元理论研究在社会学重建中的

重要地位。社会生活实践以及社会学自身的发展不断证明了、而且还在继续证明，越是具有

元意义的事实、概念、判断、范畴、预设、命题、传统、理论体系等，越是需要进行不断地

研究。因为，这些元意义问题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在人们对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进行设计

和实施时，它们往往构成了成功或失败的根源。 

三、社会学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 

社会学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设问是变化多样的，因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实

本身是不断变动的，人们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对问题的选择也像来

回晃动的钟摆，或侧重个人或偏向社会，在个人和社会所构成的二重性之间动荡不居。社会

学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设问正是对这种社会真实的反映[11]。从社会学元理论层面来看，这

类设问是次级、衍生性质的问题，它们是关于社会学元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的不同表达。这些表达往往以尖锐的形式，不断凸现了现代性过程中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所

具有的基本性质。 

从社会学的著名理论家和评论家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如下一些主要形式： 

自由与秩序   确切地说，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亚历山大这样指出：“关

于社会的研究总是围绕着自由和秩序问题展开。每一种理论都介乎于两极之间。”而且认为：



“我认为这是奇怪的西方世界的困境，或更恰当地说，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的困境。作为现代

人，我认为，个体拥有自由意志，用宗教的语言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的行动尽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文化信

念已在每个西方社会制度化了。”“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正是这种秩序问

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12] 可以说，在社会学中，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问题的一种最重要、最一般的设问形式。 

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   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曾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分析。在当代社

会学中，后现代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福柯对于“生物政治学”、“微观政治学”、“身体的政治

技术”的阐释，生动地展示了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的关系。他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接受

一个基本观点，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惩罚制度应该置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中

来考察：尽管它们并不使用粗暴的、血腥的惩罚，尽管它们使用禁闭或教养的‘仁厚’方法，

但是，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

和征服。”又说：“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

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于肉

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

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

控制时，它才可能性成为一种劳动力（在这种体制中，需求也是一种被精心培养、计算和使

用的政治工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13]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是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设问形式。 

行动与结构  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又一表现方式。从帕

森斯的名著《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我们可以看出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

具有的分量。帕森斯一生所致力研究的，正是行动者如何能够被整合于社会的关系结构和制

度化结构系统之中。行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也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重新思考和试图给予

解决的问题。马尔科目·沃特斯在论及社会学研究应“恪守理论取向”之时，认为社会学家

“必须继续坚持做出一些一般性、概念性和抽象性的陈述，但是首先必须寻求陈述的说明性。

这一取向所包含的命题并不需要具备像许多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所主张的那种形式结构，而是

应当致力于阐明行为为何最终变成为各种特定的社会安排。”[14]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这一问

题的重要性。 

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设问形式仍在不断丰富化，如意

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15]、肉体与权

力（福柯）……等等，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新的表现形式。 

有一点应当做出补充说明，即作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表现方式，上述设问

形式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例如，哈贝马斯有如下评论：“从霍布斯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尝试

根据偶然相遇的目的行为者的理解结构和个人利益的计算，来解释具有超越主体的规范有效

性要求的规范是如何形成的。今天，人们用语言理论来探讨这个‘霍布斯式的问题’（帕森

斯语）。我对从刘易斯到埃尔斯特的讨论深入分析之后觉得，独立行为者的双重偶然秩序的

形成问题今天并没有得到比霍布斯时代让人觉得更为可信的解答。” [16]从哈贝马斯的这段话

中我们可以发现，行为者（或独立行为者）、个人、主体，以及结构、规范、秩序等概念之

间的替代和转换，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学研究中，这种内

在联系使行动、意志、动机、意义、沟通、生活世界，以及结构、系统、制度、规则、支配、

安排等概念产生逻辑联结，形成一个理论知识系统。所以，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延伸出

一系列的设问，构成了社会学研究得以展开的轨道。 



总之，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这些设问都可以还原成一种元形式，即个人与社会的关

系问题，这就完全显示了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基本性质。正是通过对这个基本问题的探寻，通

过形式多样的设问，社会学能够与现代社会生活建立起牢固的联结，并且不断追踪和逼近现

代性的深刻本质，不仅对早期现代性、而且对 20 世纪晚期以来现代性激烈推进中发生的、

与新旧传统的持续性断裂过程，给予了广阔而深入、宏大而细致的刻画和反省。吉登斯曾言：

“现代性，就其深刻性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社会学在反思现代性

的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源于它用最普遍化的方式反思现代生活。”[17]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这

些多种多样的设问，社会学不可能具有“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如果没有对

于这些设问形式中所已经预含的实质问题的理解，也就难以懂得社会学的这一关键地位。 

四、社会学元问题、基本问题的重合与现代性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是社会学的元问题也是社会学的基本

问题[18]1。作为社会学的元问题，它的元性质来自其结构要素的元性质，侧重强调的是这一

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和知识体系构成的逻辑先在性，这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作

为元问题的基本蕴义。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侧重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现实

基本性质，即社会的一切经验现实，都是这一问题在不同背景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换句话说，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其它各种社会问题而言，具有根源性意义。

社会学元问题与基本问题的重合，意味着社会学理论的逻辑先在性问题与社会现实基本问题

的重合。所以在我们看来，这种重合表现了社会学理论的一个独特质性，即艰深的理论沉思

与生动的经验研究始终是合为一体的。正因如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具有的逻辑的和

现实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的双重性，也意味着方法上的双重性：当我们进行社会学元理论

研究时它是元问题，这一过程逻辑地引伸并构成了理论元层面的结构系统；当我们进行具体

社会学研究时它是现实的基本问题，因而构成了对经验社会现象及其过程的研究视角和一系

列具体方法。 

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由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现代性及其携卷而来的现代

社会生活——所塑造的。现代性过程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充分凸现出来。现代化的宏大

过程铸就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代性意涵，也赋予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性”意义。
[19] 

现代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前现代的连续推演，而是与前现代性的断裂相联系的。

随着现代性的扩展和现代资源转换系统（其全面性和覆盖性的货币关系以及抽象化和理性化

特征）、现代民族国家（高度制度化和模式化的社会组织系统及其对个人生存和体验带来的

深刻影响）、现代日常生活世界（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系统分化的同时，个人生活也经历了

“常人”与“角色人”的分裂）的形成，现代社会逐渐显露出种种问题性现象：如知识的分

布与配置的失衡、解释学困境、社会信任与社会共识问题的打击、社会的风险性和危机性，

等等，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具有了一种全新的含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学

的基本问题，无疑是由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路径所决定的。正是通过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间

发生的种种断裂，个人与社会共历巨变，使各自不同的诉求得以充分展现——个人向往自由、

社会需要秩序，个人要求权益自主、社会诉诸权力规范。如果说“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

成为问题”（亚历山大），那么，在社会的秩序性面前，个人自由也难免不受质疑。个人和社

会的各自诉求所表现出的一致与分歧、和谐与紧张、整合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性、

风险性和危机性的根源，以至可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生活一

切重大关系问题的符码。[20]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但是，社会学的观察、审视（或者说社会学的

反思性自我监控本性）总是要求它把注意力聚焦于当代。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经济体



制趋同、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强权政治与超级跨国资本集团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

勾画设计未来的世界蓝图，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多极化原则并存，现行世界政治体制不仅

未能抑制各种不安全因素，反而使暴力现象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增无减，人类生存环境不断

在恶化，南北发展差距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加速，人欲横流、资源化、资本化和商品化，将

人和社会投入了市场和战场，“人”仍在继续失去自己。这表明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与困扰全球公众和世界社会的紧迫论题的直接关联。因此，社会生活本身已经把个人与社会

的关系问题提到了时代性高度，成为至关重要的当代课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但关涉到社

会学的发展前景，也关系到个人与社会的共同未来。正是在这里，知识的和理论的逻辑与历

史的和现实的路径相互交叠。站在这个交叠之处，我们就能够清晰地看到社会学元问题与基

本问题的重合的意义。 

还应当指出的是，社会学元问题与基本问题的重合是一种历史现象。即在逻辑上，二

者的重合是有条件的，因而是有终结的。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包含

的一个重要预设是：现代性过程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了深刻的裂痕——“走向现代”是一

个技术发展、生产力解放、自然生存环境的征服、生存压力得到缓解的过程，它极大地释放

了人类的种种潜在渴求，人们的物质欲望超过了、而且往往脱离了生存需要，因而这一过程

也意味着资源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困境、利益集团的冲突和社会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

文明间的对抗和战争，人类自身的解放成为一个渐被遗忘的遥远叙事。可以看出，如果个人

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旦消失，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性”一旦消解，社会学元问

题与基本问题重合的事实依据也就不复存在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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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对功能主义的这种评论：“功能解释因而是因果解释的复杂形式，它们涉及到变量

间的因果联系，在总的解释中，活动的结果具有特别的因果优先权。主要由于理论家缺乏关于实现各种相

反的因果过程（该过程能够根据它们的结果选择行为或结构）的想象，因此，对这种解释常常会发生许多

哲学上的混乱。”（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01）应该说



这是以哲学式的眼光来审查社会学理论时，所引发的“理论上的混乱”。 

[6]社会学元问题在研究起点上就与哲学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在哲学范域中，元理论问题总是与“充足原

因”、“绝对开端”相联系的，关注于对因果条件系列的无穷推演，充斥了关于自然、人、社会的起源或根

由的论证和遐想。对于社会学而言，这种哲学式思考仅仅是对个人、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史前状态——或

者先行状态——的讨论，作为真正主题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却被搁置了——主题反而成为了一个“彼

岸”问题，从未真正进入到讨论之中。这种哲学式的“前”思考与社会学元理论探讨的目的必然是南辕北

辙，因为它使自己完全置身于社会学讨论的范域之外了。——笔者注。 

[7]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安东尼·吉登斯．现

代性的后果[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8） 

[8]例如尼格尔·多德这样评论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迪尔凯姆留给社会理论的最显著特色是

他对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理解。他的论断‘应把社会事实看作事物’，仍是社会学分析中的核心方法论问题。”

“他们（指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笔者注）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社会（或结构）和个体（或行动

者）的相互关系是如何既能在社会学中被概念化，而又不至于无根据地偏重任一方。”“这些有关现代社会

的不同思想来自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陈述，它们包含在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和迪尔凯姆的双重

人的(homo duplex)概念中。”（尼格尔·多德．社会学理论与现代性[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6） 

[9]彻底排除哲学式的因果关系的预设，以人与社会作为社会学思维的元起点，确定二者之间的互构共变关

系，将导致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结果。这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分裂的预设前提被彻底摒弃，

片面地理解二元对立的传统设问方式和思维模式受到动摇，以及理论和方法论的改造和重建的开始。——

笔者注。 

[10]为什么我们不是以“行动者”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元事实？因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行动者既可以是集体

行动者也可以是个体行动者，集体行动者如“职业群体”、“民族”、“阶层”、“阶级”等，在一定意义上还

包括“家庭”、“组织”、“社区”、“国家”，即包括“个人”的各种集合形式。个体行动者，除了可以指“一

个人”，还可以指“某一种职业群体”、“某一个民族”、“某一个阶层”，“某一个阶级”，或“一个家庭”、“一

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国家”等。可见，在研究中，“行动者”还必须进行具体的分解，并不是具有

终极性质的元事实。——笔者注。 

[11]莱斯利·里普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学所面对的这种社会真实：“如果一种理念同另一种理念相冲突

时，会发生什么呢？为了自由，有时候会牺牲生命；为了平等，自由可能会被减少；公共的安全可能会剥

夺个人的权利。在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人们为了私人的进取而努力，在另一个时候，则为了公共福利而

搏斗。有时，他们重视自由不被国家侵犯，有时又要求国家保护他们的安全。人们总想保住大多数私人或

国家权利和地方的自立，在这点上他们可能更加意气相投。” （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M] ．北

京：华夏出版社，2001，17） 

[12]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 

[1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7、28． 

[14]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79． 

[15]关于布迪厄的惯习与场域，华康德有如下解释：“布迪厄也戳穿了‘社会’这一观念的空泛本质，并代

之以场域和社会空间的观念。”布迪厄以“两个关键观念惯习和场域（它们都指一些关系束）作为例证。一

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

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惯习就是‘生

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景……（就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

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没是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



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

与反思[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7、19）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惯习”是“一种性情

倾向”、“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场域”是一种关系（位置、支配、屈从、结构对应）网络，是争夺、运

作、投入的空间，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可见，布迪厄的惯习与场域仍然未脱离对于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问题的研究。——笔者注。 

[16]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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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郑杭生，杨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道现代的社会学考察[J].．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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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社会学元问题与基本问题重合的终结，只是意味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性”的消解和社会共同体

服务能力的提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以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协调，并非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本身的消失。——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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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ividual-society relation is the meta as well as basic issue of sociology, and its unfolding 

constitutes the meta-level of sociological theory, which becomes the basic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system. Simultaneously, it is also a symbol demonstrating the “problem character” of modernity process, 

forming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conducive to observing and studying modern society. Such an issue 

illustrates a unique nature of sociology, i.e.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logic of knowledge and theory with the 

route of history and reality, which is the essential division between soci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present the way in which concrete sociological study can be 

conducted, enabling sociology to establish a firm combination in information with modernity and thus to 

describe and reflect on the unprecedented process of change in human history, in a  magnificent but 

detailed, broad but deep-going, and general but delicate way. Rel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modern times is experiencing more profound changes, which endows this forward issue of sociology 

with an epochal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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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杭生在阐述他的“社会运行”的理论思想时，曾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

阐释。
[15]  


